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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环境、人口和教育 

第一节 环境 

一、生态环境 

清苑位于冀中平原东部，地处北纬33°33′30″～38°35′36″，东经115°13′3″～115°45′30″
之间。南北最大纵距44.8公里，东西最大横距46.1公里，总面积954平方公里。总的地势

是西南高，东北低，缓缓倾斜。西南最高地面与东北最低地面的海拔高度仅相差24米，地

面坡度约为1/1500，无明显起伏变化，地势坦荡，宜于耕作。 

河流均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计有唐河、新开河、九龙河、龙泉河、清水河、金线河、

府河、漕河8条河流，贯穿全境，东萦入淀。河道总长167公里。多年来平均可利用水量为

18940万立方米。但由于水利工程设施的限制，地表水资源利用率较低。清苑地处暖温
带，属亚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春季干燥，夏季炎热，秋季晴朗，冬季寒冷，四季

分明的气候特征。据记载，极端最高气温41.6℃，极端最低气温-22.2℃，全年平均气温

12.4℃。平均每天日照12小时，全年无霜期200～240天。 

历年平均降水量537.8毫米。从绝对量上说，清苑的大气降水能满足一季甚至两季作物的需
求。但是由于该地降水特点，大气降水不可能完全被作物吸收。一是降水季节分布极不均

匀，雨季集中在6～8月份，其他月份降水十分稀少。夏天是高温季节，高温与多雨结合，
本是农作物生长环境的一大优点，但是降水量过于集中，则弊大于利了。清苑春雨和秋雨

大约只占全年降雨量的10%和14%，冬季降水不足2.2%，70%以上的降水量集中在6～8
月；夏季的生长作物固然能得到充足的雨水，但其他季节生长的作物却经常面临着干旱的

威胁。二是降水量的变化太大，可靠性极差。虽然年平均降水量在537毫米，但实际上不

是多，就是少，跳跃性很大，例如，下雨多的年份达1261毫米,少的年份才180毫米，相差

7倍。因此，旱涝灾害都有可能发生。三是降雨形式过于急骤，大多不是温和的中小雨，
“润物细无声”地被作物吸收，而常常是倾盆暴雨，不但作物和土壤无法充分吸收，而且
往往冲走表层土壤、肥料、庄稼，甚至漂没人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干旱著称的华北

平原又常常发生涝灾。暴雨期间，清苑境内的各河系与唐河汇合处，经常泛滥成灾。1949
年前，有“唐河下梢，十年九涝”之说，一有洪涝便要淹没数十万亩耕田。由于唐河淤泥
肥沃，每逢水灾后，淹过的耕地可望小麦丰收，所以唐河两岸的谢庄、张登村、河家桥村
等地，被称为“一水一麦”区。如遇暴雨，地处平原洼地的清苑，全境难免沦为一片泽

国。据旧志记载，自1911年至1928年就遭四次大水灾(1912、1917、1924和1928年)，河
水泛滥，平地水深数尺，人畜生命和田庐皆面临灭顶之灾，财产损失巨大。 

据邓云特研究，历年水灾发生最多之处，是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省，而黄
河、淮河、永定河则是水灾的主要源头。华北地区的黄河和永定河因其特殊缺点，最易泛
滥成灾。河流的泛滥与其坡度大小有密切关系。黄河、永定河发源于山区、高原，到华北
平原后，河床下降坡度突然变缓，流速骤减，将大量泥沙沉积在平原，并使河道淤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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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雨季常泛滥成灾。据统计，黄河泥沙的沉淀量占11%，超过法国沉淀量最大伦河的4
倍以上[1] 。永定河与黄河相似，上有桑乾河，发源于山西管涔山，经察哈尔入直隶。这条

河携带的泥沙也很多，到达平地后沉淀于河床的泥沙为8～10%，所以永定河又名“浑

河”。1917年，永定河所带泥沙，曾一度在48小时内把海河河床提高8尺。河水泛滥固然
与地形有关，更与河流两岸特别是上游地区多年来森林砍伐过度、水土流失严重有关。 

史学家马扎亚尔在20世纪20年代就指出，中国植被破坏十分严重，失去生态平衡，因此水
灾旱灾频仍。他说：“中国境内（除满洲、湖南南部、福建、川西以外）之森林绝灭，已
达全世界无可比拟的程度。……国内森林之灭绝，引起气候大变动，及雨水降落不规则，
一面造成经常之旱灾，一面又招致洪水泛滥。又由于全国森林之灭绝，加速土地之通气与

洗涤，当多雨之时，而致水灾”[2] 。1916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洛史教授也指出：“西
北各省，位山之下层，尽系沙石黄土，比比皆因积久缺乏森林之故，继此以往，彼国膏腴
大陆之美称，恐不可复得。若其界乎南北之黄河，国人视为祸水，每遇烟雨则两岸居民生
命财产即不可保，此明明无森林保全山岭泥土，缓滞水流，致河流淤塞，水势暴增耳。故

大地之上，灾患之至显者，未有如中国之甚也”[3] 。他们的言论，当时许多人以为言重
了，可现在看来并非危言耸听。从防止涝灾的方面看，一方面要拦洪蓄水，开拓河道或开
渠分流，将蓄水用于农业灌溉；另一方面则要保护植被，在河流上游地区封山育林，抑制
过渡垦殖，减少泥沙流失。其实中国人早就知晓治水先治山的道理。华北农谚即有“一年
烧山十年穷”；“山地开荒，平原遭殃”；“开荒到顶，人穷绝种”之说。历史地理研究
专家认为，黄河在王莽至隋初的近六百年间，仅泛滥两次，属于历史上最长期安澜的局

面，主要原因在于那时黄土高原属少数民族管辖，把已开垦的土地恢复为草原[4] 。 

总之，从生态环境上看，冀中虽是典型北方农作区，但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河道不通畅，
降水欠充盈，其分布不均状况又加剧了利用上的困难，这样既有可能发生旱灾，又有可能

发生涝灾。据保定地区《500年旱涝史料》分析，在近100年期间，清苑大涝灾15次，大旱

灾10次，大涝大旱灾害的发生率为25%，平均每4年有一次旱灾或涝灾。而在这4年中，又

有偏涝或偏旱的年份，小灾不断，这样，正常年景仅占33%[5] 。 

除旱涝灾害外，20世纪内清苑还遭受较大的雹灾9次(1905、1913、1959、1978、1979、
1982、1985年7月、6月、8月)，风灾3次(1900、1981年7、8月)，虫灾7次(1910、
1914、1915、1920、1928、1952、1960)，霍乱、鼠疫等较大规模的流行病3次(1902、
1910、1916)。从统计资料上看，50年代后虫灾和大规模的流行病明显减少，表明农业技
术和社会医疗条件有所改善；而风灾、雹灾的发生却有增无减，频率趋密，有时一年就发
生二三次，表明生态环境有恶化的趋向。 

二、行政区划沿革及地理位置 

清苑古地，历史悠久。据东藏村出土文物考证，早在母系社会时期，人类就已在这片土地
上繁衍生息。由于地处要冲，人口凑集，自西周以后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秦始皇分

天下为36郡，清苑属恒山郡。北魏太和元年(477)，正式设置清苑县，属河间郡，从此，清

苑县名始见于史册。北宋淳化三年(992)，在旧城南7里建城关，疏外壕，开始具备县城规

模。明隆庆元年(1567)，改建为砖城，并设东西南北四门，这是清苑县城，也是保定市。
明时称之保定府，辖清苑县，县治所也在保定市内，所谓县府同城。清承明制，民国初年

也无大变化，只是将保定府改名为范阳道，后又改为保定道，仍辖清苑县。民国17年
(1928)建河北省，同时废道级行政机构，改为省县两级制，清苑县直属河北省。也就是

说，该时期内保定府(道)一级编制被撤消，保定仅是清苑县机关所在地。 

这一变化值得注意，就是在这个期间，陈翰笙领导的调查团于1930年进入清苑县，所以此

次调查当时称作保定农村调查。这种状况时间不长，1935年河北省省会迁驻保定，再次

“府县同城”。次年，省级下面设置行政督察区，清苑县属河北省第一督察区。1945年抗
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建保定专署和清苑县政府。在这期间，清苑县的行政区划，基本上包

括今清苑县全境。1948年11月解放军攻占保定，12月建立保定市人民政府。新的清苑县政

府，则是在1938年即已成立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基础上建立,最初在王盘村，后几经变动，

1949年迁至中冉村，1952年才迁至今天的南大冉驻址。在行政区划上，县市分立。 

由于这样的行政区划上的变动，清苑县辖区也做了一些调整。随着清苑县机关迁出保定

市，临近保定市的一百多个村庄先后划归保定，其中包括陈翰笙等1930年重点调查11村中

的2村，这就是大祝泽村和薛庄当年属清苑而今属保定市的缘故。按1986年记载，清苑全



县现辖9个镇，30个乡，309个自然村，319个行政村。 

清苑县地处京津冀要冲。清苑本身与保定市相连，北与古都北京相距近150公里，东与当

时北方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天津相距155公里，京汉铁路自该县穿过；清苑与当时北方的

政治、经济中心形成三点连星的区位(见清苑县在京津冀地区位置图)。这大概是选择清苑
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经济地理上的考虑。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一文中，陈翰笙曾
对当年选择清苑县、无锡县和广东番禺县作为中国农村调查三个典型区，做过这样的说
明：“江南，河北和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如我们
能够彻底地了解这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如何在那里演变，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
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见其梗概，而于挽救今日中国农村
的危机，也就不难得到一个有效的设计。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先从这三个地方着手，才是扼
要的办法。”清苑的地理位置，显然符合上述意图。 

三、重点研究的村庄 

1930年，陈翰笙在清苑领导的农村调查，分为重点入户调查(11村)和一般入村普查(72村)
两部分，工作重心是挨户调查的11个村庄，不仅调查内容详密，村庄的选择也是经过精心

考虑的。1995年，清苑县政府研究室的同志看到11个村的名单后说，这11个村庄即使今天
看也是各具典型，极富代表性的：有较落后、贫穷的，也有较富裕和先进的；有传统的农
业村，也有工副业相当发达的新型村庄。 

从地理分布上看是均匀的。90年代笔者重访11个村庄，从第1个村庄出发，到第11个村庄

结束时，发现恰好围着清苑县兜了一大圈。11个村庄虽然数量不多，但东西南北中，几乎
没有死角。李家罗侯村、大祝泽村等代表西部，何家桥村、固上村等代表东部，南邓村、

蔡家营村、孟庄可代表南部，薛庄、大阳庄代表北部(参见1930年清苑县及调查区域分布

图)。 

从地势、土质，以至农副业和生活水平发展的不平衡看，重点村庄的选择也充分考虑到了
不同的层面。东部地区地势低洼，常遭水淹，是所谓“一水一麦”区，土质多系黑土和红
土，对土地投入较小，一般一年只种一季。由于农业条件不好，劳动力等很早就向非农业
领域转移，所以工副业一直较盛。西部地势较高，平常没水害，土质为黄沙土、二性土，
一般一年二作，对土地投入较多，主要种植玉米和谷类，只有一小部分水浇地种小麦。由
于这一地区主要依靠农业，副业不甚发达，一般年景的生活水平反而低于东部。南部地
区，因土地沙碱，盛产棉花、花生、豆类等经济作物，一般一年两作，副业也较多。北部
距保定地区最近，外出人口多，就业机会多，生活水平偏高，有城乡结合部的特点。如今
已是半城市风貌，其中薛庄的变化尤大，原有的村落模式几近不复存在。 

从交通条件看，所选择的村庄也是各具代表性。薛庄、大祝泽村离保定最近，交通比较方

便。何家桥村、谢庄横跨高保、保安公路；固上村东南5里便是汽车停靠点及水路码头，交
通都还算方便。比较偏僻的有南邓村、蔡家营村、东盈庄和李家罗侯村等，不仅远离正式
公路或铁路，而且村与村之间的交通条件也很差，至今仍是道路崎岖狭窄，黄土路面坎坷
不平，大雨过后，尤其泥泞难行。 

从不同区域的政权性质上看，也是有代表性的。这种区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的。距保定
较近地区，以及被日军占领的重要集镇及其周围地区，是日伪统治区；而距保定较偏远的
村庄都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被
称为“老区”，如南邓村、蔡家营和东孟庄等村；解放较晚的称为“新区”，如薛庄、大
祝泽村和大阳等村。 

从以上可见，重点调查的11村庄以及普查的72村庄，不仅在地理位置上遍及整个清苑全
境，而且在生产条件，贫富差异，农业和工副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以及区域政权性质等各
方面，均能较全面地反映出当时清苑农村的基本面貌。 

第二节 人口与教育 

一.人口数量变动 

明清以后中国人口的大致状况是这样的：清代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人口剧增时期。明代人口

只有6000万上下 ，自清代康熙朝人口大幅度上升，17世纪达到1亿多，18世纪突破3亿，



19世纪已达4亿[7] 。也就是说，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三百年中国人口成倍增长，是空前的膨

胀时期；自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上半叶即民国时期结束，中国人口时有浮动，但总量变化
不大。 

查阅陈翰笙1930年的调查记载，以及河北省统计局其后的追踪调查记载，基本符合上述概

况。1930～1946年的16年间，清苑人口增长不快，甚至可以说是比较缓慢的，以固上等5
村的统计看，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在7～9.5‰之间。请看表2-1关于固上村、谢庄、大阳
村、孟庄和大祝泽村等人口的自然变动情况。 

表2-1 清苑固上等5村人口变动情况 单位：人 

年份 | 1930 | 1936 | 1946 
项目 |人口|出生|死亡|净增人口|人口|出生|死亡|净增人口|人口|出生|死亡|净增人口 
数目 |5,986|72 |15 |57 |6,040|64 |22 |42 |6,779|88 |22 |66 
自然增长率‰| 9.5 | 7.0 | 9.7 

资料来源：河北省统计局编《二十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58年。 

这一时期人口发展缓慢，与战争有关，也与人们极其低标准的生活水平有关。由于生活异
常艰辛，不少农民难以娶妻生子，即使勉强成家，又出现婴儿成活率低或有病得不到医治

而中途夭折等现象。有时甚至出现一家人相继亡故而成为绝户。在重点调查的11村中，30
～40年代一家全部死亡的竟达182户，占总户数的8.59%，这些灭绝户绝大多数是贫雇农
家庭，显然主要是生活极端困苦造成的。艰苦的生活环境大大制约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从

11村的总体情况看，其人口增长率比固上等5村还要慢：1930年11村人口总共11851人，

到1946年底达到13506人，平均每年每村增长9人，自然增长率在2.89～12.02‰之间，平

均为8.35‰。 

从整个清苑县看，三四十年代的人口增长也是有限的。清苑县一部分地区成为共产党领导

的根据地的时间较早，到1949年时已经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人口有所增长，可并未出现

大幅度腾升。1949年全县有78510户，354266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4‰，人口密度

为371/平方公里[8] 。 

关于每户农民家庭的平均人口，清苑11村每户为5.6人。其中家境较好的，人口也较多，一
部分家庭平均可达七八人；家境较差的，人口也较少，三四口之家的农户占据一定比例。

这与同期直隶等7省调查的情况相近，在直隶等7省11县2370家农户中，每家人口最多9
人，少者4人，总平均每家5.7人[9] 。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人口增长不快，但户数增长却较快，30年代中叶到40年代中叶这

一时段最为明显。1930年11村共有2119户，到1946年增加到2595户，相当于1930年的

122.46%。尽管有前面提及的灭绝户，还有一小部分外迁户，单独立户的家庭总数量还是

明显增加了。户数增加主要是由于分家，特别是那些富裕户的不断分家立户造成的。1937
～1946年10年中，富裕农户中的分家者相当于初期户的几乎一半，中农次之，贫雇农最

少；贫雇农分家立户者不到初期户的9%。“初期户”指统计所及时段初期的农户数量。详

见表2-2。 

表2-2 清苑11村家庭户数变动情况 单位：人 

| 1930～1936 | 1937～1946 
|初期户|分家户|占初期户的%|初期户|分家户|占初期户的% 
富农以上|239 | 9| 3.8 | 245| 110 | 44.9 
中农 |742 | 185| 24.9 | 906| 164 | 18.1 
贫雇农 |1138 | 52| 4.6 | 1121| 96 | 8.6 
合计 |2119 | 246| 11.6 | 2272| 370 | 16.3 

资料来源：河北省统计局编《二十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58年。 



富裕农民分家者多，原因之一是他们家庭的规模较大，相比之下,贫苦农民的家庭规模较

小。就11村情况看，1930年平均家庭人口为5.59人，富农家庭平均9.52人，而贫雇农家庭

人口仅为3.3人，人口少，也无财产可分。家庭规模与经济条件有关，一般说来，家庭人口
多少与家庭的富裕程度成正比例关系。地主、富农一般土地较多，家境殷实，往往人口也
增长得快，这正是中国农民所追求的“人财两旺”。由于地主家庭在外工作或上学的人口
偏高，所以他们往往不是家庭人口最多的村民；富农家庭则更为典型，即家庭经济状况较
好，人口也最多。当大家长去逝后，这种家庭就有可能分成若干户。大家庭的分裂本是正
常的，但是由于中国一向没有长子继承制，家长死后其财产就由诸子均分继承。这样一
来，即使一宗很可观的家产，经过数代细分后便也微不足道了，这种现象曾被美国学者何

炳棣称为“资本耗散结构”之表现[10] 。例如谢庄张家本是该村大户，大家长死后，他的

3个儿子张为周，张为世和张为四经常因平分家产而争吵不已，最后变卖了一部分房产和地
产，一分为三而告终结，张家从此也没落下去。 

清苑三四十年代分家立户现象较为突出，还与当时的一些特殊背景有关。日伪统治时期，
为逃避抓壮丁，青壮男人较多的农户被迫采取分家的办法。再有就是受土地改革的影响。
四十年代冀中搞土地改革时，根据不同地区的土地宽窄情况，往往先定出标准农户（也就
是中农）持有土地的数量，高于这个标准量以上的农户必须将多出的那部分土地“平分”
出去，称为“出地”，出地者也就成为地主或富农；接受土地为“入地”，入地者则为下

中农、贫农或雇农。所以土改在当地又被称为“土地平分”，倒也名副其实[11] 。搞土地
平分之前，一些富裕农户听到风声后便忙于疏散土地，多采取分家立户的办法，既避免土

地被强行分出,也逃避划为地富成分而遭批斗的命运，这些都是户数增加的原因。 

二、人口素质：教育 

冀中像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一直到民国初年，私塾仍然是乡村教育的主要形式。清苑私
塾大体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教书先生在家里讲学，如大福村清末举人丁国华，在自己家里
聚徒教书；二是由殷实富户或者同宗家族聘请先生来家中教书，又谓之家塾；三是由村里
头面人物出面组织办学，经费来自于祠堂、庙堂地租或由个人捐助的私塾，称做义塾，也
叫义学。这三种形式，以前两者居多。私塾先生多是清末的秀才或童生，来听课的学生几
人、十几人、二三十人不等，没有统一教材和修业年限，学生也无年龄限制。塾师的薪水
称“束修礼”，通常是每年订一次合同。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冀中，教会学校往往成为现代小学的先导。19世纪晚期，天主

教(其后是基督教)在清苑的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为配合传教活动，一些村庄的教会组织
先后开办教会学校。由于天主教会在清苑传教较早之缘故，清苑乡村教会学校的兴起，竟

然早于保定市区。进入20世纪后，教会学校有所增加，教徒比较密集的村庄如东吕、全
昆、谢庄、北和庄、姜庄等，都经营着较稳定的教会学校。这种学校一般用教堂的一部分
做教室，有文化的教友任教师。教会学校免收学费，学生多为教友子弟或穷苦人家的子
弟。 

在教育方面对村民有普遍影响的事情，还是村办学堂的兴起，这是现代小学教育的真正前
身。村办学堂，一般都是在私塾的基础上，以庙宇改进为学堂，被老百姓戏称为“中华民
国大改良，以大庙改学堂”。选出校董一人，董事数人负责筹办。资金一部分来自村民田
产和房产买卖的交易税，一部分来自庙会、集市交易费，再是通过举办抽签中彩等方式来
筹措。学生入学条件不限，只拿书费，没有其他负担。虽然如此，贫困家庭子弟入学率仍

然很低，此点下面还要述及[12] 。 

清苑县城保定，也是直隶省府所在地，又临近京城，故此得兴办新学风气之先。清苑劝学

所于1906年成立，“劝学所”是北洋政府办学机构的县一级称谓(1923年改称教育局)。劝

学所设总董1人，下有劝学员6人，分赴各乡镇，督促建立小学堂。1908年，全县初级小学

已有150余处，这些初级小学分布在5个学区，每学区又设高等小学1处。初等小学学制4
年，高等小学3年，初小4年是义务教育。现代小学普及之始，师资薄弱及缺乏师资是主要
问题之一。为提高现有教师水平，劝学所组织初等小学教师和私塾塾师，分期分批到县城

参加讲习班，进行培训；另一举措就是于1923年创办清苑师范学校(1931年改称县立乡村

师范学校)，以缓解乡村师资严重短缺之现状。师范学校只招收1个班，学生每人月津贴饭

费3元，后降为2元。师范生多数来自农村，毕业后又回到农村，担任高小和一部分初小教
师。该师范学校先后为清苑培养了数百名乡村小学教师，是当年全县的教育中心。 

笔者发现一份1938年该师范学校教职员工及其基本状况清单，从中可对学校的师资水平、
年龄结构、课程设置、工资报酬等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份资料表明，包括校长在



内，共有教职工21人，课程有国文、历史、算术、生物、外语、音乐、美术、体育和劳作
等科目。外语除英文外还有日语。从课程类别的设置看，现代教育的面貌已基本显现。教
职员工的一半、教师的大半来自外地，除河北省其他一些县城外，还有来自北京、四川等
地的外省教师，表明师资来源已突破传统“土著”塾师的封闭模式，学校开始形成不同地

区人员及不同文化的交汇地。教师平均年龄37.1岁，个别大学毕业，如毕业于北京师范大
学、四川师范大学等，多数中学、中师毕业或曾在大学或中学任教，如国文、历史教员张
晓质曾任河北大学教授，可见师资队伍本身已经接受过现代教育，均有一定的学历和任教
资历，即使依当今中国中等教育师资的标准看，也堪称一支相当不错的教师队伍。教辅、

行政人员与教学人员的比例结构也是合理的，事务员、书记等行政人员共3人，颇为精干，

仅占教工总数的10%余，似乎没有人浮于事或因人设事一类现象。 

教师待遇也足以令当地一般国人倾慕。校长薪水90元，教员薪水平均41元。20年代北洋政

府制定的学校薪资标准是：大学校长400元，学长300元，专任教员280元，预科常任教员

240元。高等师范校长300元，专任教员160～250元。小学教师薪金一般为40元[13] 。清

苑师范学校属于中等教育，教员薪金仅40余元，与当年一般小学教师工资差不多，但考虑

到该校师范生每月2元钱的伙食费以及当地一般民众的消费水平（当地长工一年工资平均

37.8元[14] ），应当说这份待遇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如果以师范生每月2元津贴为基本消

费水平的话，中等师范教师收入是这一基本消费水平的21倍，校长则是 45倍。详见表2-
3。 

表2-3 清苑县县立师范学校教职员的覆历和待遇 

职 务 姓 名 年龄（岁） 原籍 简 历 薪水（元） 
校 长 宋子元 50 清苑 曾任保定地方维持会教育处长 90元 
教务主任 董荣久 62 徐水 曾任省立滦县师范校长 45元 
训育主任 刘宏茹 30 北京 北京师大毕业 45元 
事务主任 范锦堂 58 叶城 曾任保定女师校长 45元 
国文、历史教员 张晓质 53 景县 曾任河北大学教授，保定中学教员 42元 
历史教员 张 仓 52 高阳 曾任邢台师范校长、天津女中教员 42元 
英文、算术教员 汤沛青 47 清苑 曾任保定志存中学教员 49元 
算术教员 马国祯 27 博野 曾任大同中学教员 28元 
体育、国术教员 刘春元 40 满城 曾任保定中学教员 50元 
国文教员 于翰仙 40 清苑 曾任保定中学教员 35元 
历史教员 谭继贤 26 四川 师范大学毕业曾于附中服务 67元 
音乐劳作教员 桑季春 27 清苑 保定女师附小任职5年 42元 
美术教员 苑素生 22 清苑 保中毕业国立北京艺术专科肆业 14元 
生物教员 谢仲谋 43 徐水 曾任保定女师教员 70元 
英文教员 苏子兴 23 清苑 北京师大英文系毕业 21元 
日语教员 胡拙吾 50 清苑 曾任日语教员 21元 
训育员 李 兰 23 清苑 保定女师毕业 28元 
教务员 贺春兆 27 清苑 曾任医学院图书馆主任 28元 
事务员 高友鹤 26 清苑 曾任保定地方维持会教育科员 28元 
事务员 李自杰 27 交河 曾任本县小学庶务主任 28元 
书 记 卢锡祥 26 清苑 曾任印刷所校对员 16元 

资料来源：卞乾孙，《河北省清苑事情》，第346、348页，1938。 

到1932年，保定除设置县立师范学校和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外，还在张登、孙村、固上、

温仁等共建12所高等小学，每个高等小学有两个班，学制改为二年。多数是走读生，住宿

生仅占10%，学生年龄参差不齐,20岁的高小学生并不罕见。教师由县统一分配，教学经

费、教师薪金，一律由县政府划拨。学生除书费、伙食费外，全年还交2～4元学费[15] 。 

与此同时，初级小学也发展到214所，其中包括女子小学8所，私立小学2所。当时清苑辖

400余村，大约2个村便有一所初级小学，可见，就初小设置的密度看，基本可以满足村民
就近入学的需求。初小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常识、修身、公民教育等，写字和珠算
也是必修课。高小除初小课程外，增设历史、地理、自然等，个别高小还开设英语课。后



来高小和一部分初小又增设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由于教学内容多样、实用，气氛活
跃，教学秩序也有所改善，私塾学生不断向新式小学转移，私塾逐渐衰微而淘汰。显然，

到30年代，现代初等教育已在全县占据主导地位。除一所县立师范学校外，清苑没有普通

中学[16] ，只有大李各庄、温仁等少数高小附设过初中班。 

私塾办学虽然逐渐被淘汰，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是起到补充和调剂作用。1932年，天
津《大公报》的一个统计表明，保定地区“全境四五百村，而未设立学校之村庄，竟达十

分之三四，女小尤寥若晨星”[17] 。即使设立小学的村庄，往往同时也保留私塾。整个华

北地区情况也差不多，根据1935年的一项统计，冀鲁豫三省共有351个县，平均每县有私

塾48所，孰师48人，学生735人。考虑到当时很低的入学率，显然还是一个不小的比例

[18] 。教会办学的作用亦不可忽视。 

清苑沦陷后，大部分学校停课，教育遭到严重破坏。抗战胜利后教育才逐渐有所恢复，

1949年，全县有初小261所，教学班427个，教师453人，在校生19882人。高小发展到25
所，教学班49个，教师70人，在校生1722人[19] 。 

以上可以看到，20世纪上半叶清苑现代教育事业取得了一定进展，新式小学教育取代了延
续几千年的传统私塾教育，开始传播比较系统的现代知识，而且面向普通大众的初等教育
体系在农村初步确立，这无疑是一桩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尽管这一变化对当时国民教育影
响相当缓慢，却为其后的发展打下基础。教育对人口素质的影响要有一个过程，而且它还
需要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辅助，至少需要一个和平与宽松的社会环境等，而旧中国连
续不断的内外战争，尤其是残酷的八年抗日战争，无疑损害和延缓了这一过程。 

生产者普遍受教育的程度，是农村人口素质最重要的标志。 

11村调查资料表明，就普通生产者来讲，清苑农民受教育的机会极其有限，绝大部分人仍

然处于惊人的文盲和半文盲的愚昧状态。1930年调查的农村人口中，文盲比例接近90%；

1936年和1946年两个时点的文盲比例有所下降，但始终未能改变文盲构成农村人口主体这
一基本状况。农民家庭几代没有一人识字的现象极为普遍。农民受教育的情况，不仅数量
小，而且层次低，大部分是小学水平，其中又以初小程度占绝对多数，也就是说，农村中

所谓识文断字的人主要是指那些读了1～4年书的初小生，称其初小生而不称其初小毕业
生，因为许多人不过读了二三年甚至一二年，并未毕业；所谓高小生和初中生等亦如此。

即使这样笼统的统计，在农村14岁以上人口总数中，初小生所占比例不到10%；高小生占

3%左右；初中生占0.3%，二百人中有一位，几百人的村庄可能就有一二位，是村中绝对

的“秀才”；而高中生仅为0.1%。读到大学的村民子弟（当然包括文中地主富农子弟），

更是凤毛麟角，平均为0.02%，许多时候其实是零，如1936年的统计就是没有一个大学

生。大学生如此稀少，以至成为一种高等文化的象征，90年代笔者重访这些村庄的时候，

一些朴实的村民把我们调查组的成员都称作大学生。三四十年代11村村民受教育的情况详

见表2-4。 

表2-4 清苑11村14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状况 单位：人 

时间|总计 |文盲 |初小 |高小 |初中 |高中 |大学 
1930|7767(100%)|6927(89.19%)|621(8%)|185(2.38%)|21(0.26%)|11(0.14%)|2
(0.03%)
1936|7963(100%)|6921(86.91%)|776(9.75%)|234(2.94%)|25(0.31%)|7(0.09%)|0
(0%)
1946|8707(100%)|7262(83.4%)|1053(12.09%)|334(3.83%)|48(0.55%)|8(0.1%)|2
(0.02%)
总计%|—|86.5%|9.95%|3.05%|0.37%|0.11%|0.02% 

与清苑相邻的定县，情况也相近。据李景汉调查统计，1930年前后，在7岁以上的人口

中，文盲占83%，女子的识字率更低，文盲占98.3%[20] 。另据津南农村生产建设实验场

学员的调查，沧县白家口村，“村民蔑视教育”，“全村识字者不及百分之十”[21] 。
1934年9月，河南省对境内各县进行人口文化调查，文盲占88%，其中妇女每百人中识字

者仅有2人[22] ，可见华北地区农村的教育情况大致相似。 



统计资料还表明，受教育程度与家庭经济富裕程度成正比。如清苑统计资料的三个时点上

（1930、1936、1946），数量极少的高中以上学历者全部来自中农以上家庭，其中富农

以上家庭又占主体。贫农及其以下家庭一般最好的教育程度是高小，只有极个别人(大约

1‰)读到初中。这些数据证明，贫穷是农民接受教育的最大障碍。 

由于贫穷，多数学龄儿童不能入学。一是家里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没有经济力量供子女上
学。其实当时上学并不需要多少支出：小学不收学费，基本文化用品的开销有限，不过简
单的教科书和笔墨纸张，即使按低标准的消费水平也是很有限的。可是许多农民仍然无力
提供。解庄贫农肖老舍对调查者说：“我给地主打一天短工，才挣一支毛笔钱，供给一个

孩子上学可不容易哟!”二是由于劳动生产率低，家庭要尽量和尽早缩小非生产人口比重，
所以，孩子很小就参加劳动，如打草、拾柴、喂猪等，成为维持家庭生产和生活运转不可

或缺的小劳动力。结果，在7～13岁学龄儿童中，只有少数孩子在学。详见表2-5。 

表2-5 清苑11村7～13岁儿童入学情况 单位：人 

—|1930年|1936年|1946年 
学龄儿童总数|1554|1766|1712 
在学人数|348|425|603 
在学儿童占总数%|22.39%|24.06%|35.22% 

显然，有65～75%的适龄儿童失学。 

另据冀察政务委员会调查，1935年，河北省境内97个县失学儿童比例为60.94%[23] 。
1936年河北沧县白家口村个案调查，也认定失学儿童占60%以上。另据河南省有关方面的
统计，沁阳等地区“就学儿童占学龄儿童百分之三十九，失学儿童占学龄儿童百分之六十

一”[24] ，可见，60%以上的儿童失学率在华北地区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中，女童入学率

尤其低，一项统计表明，仅占男童的5%，女孩上学反而成为奇事。1935年易县的一份调

查记载：“如有某家女子出乡上学，农民以此为奇闻”[25] 。另一方面，在学儿童比例在

缓慢增长，清苑统计资料表明， 16年间提高了12.83个百分点，考虑到其间战争等天灾人
祸连绵不断，应该承民国期间乡村教育水平还是有所发展的。 

三．与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比较 

工业革命以前英国乡村人口及其素质情况如何呢？前已提及，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战

火连绵，人口缓慢增长，那么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三百年则是中国人口空前的膨胀时期。有

趣的是，19世纪工业革命以前的数百年间，也是英国和欧洲大陆人口快速增长期，这一现
象引起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的注意，他以猜测的口吻说，这一时期的世界人口运动大概有

一种“共时性”，“似乎整个人类都服从统一宇宙的命运。”[26]  

1500年英格兰与威尔士人口为260万，1600年达到440万，1700年540万，1800年已达到

920万，300百年间增长2.5倍，人口增长速度明显高于16世纪以前。英格兰人口在1086年
约为150万，因此，1086～1500年英格兰人口增长率仅为11‰[27] 。这一时期西欧各国

人口发展基本上都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用赫伦纳的话说，在西欧，“1500年后持续的人

口增长在所有的国家都成为主导现象”[28] 。如果将1800年的人口数量同16世纪前人口增

长最高峰的14世纪上半叶的人口数量相比，英国人口为1340年的204%，法国人口为1328
年时153%，意大利人口为1300年的223%。而荷兰从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200年
间，人口增长了328%[29] 。 

关于16～18世纪人口增长的原因，很有影响的一派观点是“生物革命”论。他们认为，这
一时期人口增长主要由于人口死亡率的降低，而死亡率降低则主要归因于鼠疫等几种杀伤

力极大的传染病的消失。鼠疫的主要病毒载体是黑鼠，适宜黑鼠栖身的木结构房屋在15世
纪后逐渐被砖石结构代替，黑鼠的生存区域逐渐缩小，数量与日俱减，随之，鼠疫也渐渐
消失。一些人对这样的解释持有异议。麦克文等人认为，死亡率的降低应归因于营养条件
的改善，更深一层的原因要归于农业的发展，食物供应的增多和多样化。而食物供应的丰
富、农业的发展最终还要归于农业结构性的变化。还有一种观点是从人口出生率的变化方
面说明人口增长。他们认为，生产领域的开拓，劳动力实际购买力的增长，刺激结婚率和
人口出生率提高，推动了总人口的增长。其实，不论人口出生率提高，还是人口死亡率降
低，都与经济发展分不开。经济发展一方面使社会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同时死亡率降



低，另一方面扩大生产领域，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刺激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如果没
有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力量无法支撑过多的人口，就会出现人口过剩，出现生活水平下
降，那么，即使没有鼠疫，照常会有饥荒或其他疾病使人口数量减少，从而陷入新一轮马

尔萨斯危机[30] 。 

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生产的恢复和开发，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人口数量增长；人口增
长反过来又要求开发更多的荒地和生产领域。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显然存在一定的内在联

系。不过，英国及西欧16～18世纪人口与经济增长联系有其特殊含义，这一时期的人口增
长，伴随着农业革命和原始工业化过程。其一，英国这一时期人口增长，呈稳定持续增长

的态势。英国约在17世纪中叶，人口就恢复乃至超过14世纪初期即黑死病前的最高水平。

在14世纪，这种人口水平曾经使英国及西欧付出沉重代价，严重的人口过剩，随后出现了

人口灾难性的大幅度减少。传统社会的人口大幅度增长，最终与贫困、饥荒相伴随；但16
～18世纪的英国人口增长，并没有同时产生那样的负向后果。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区
别，英国人口增长，生活水平及人们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因此而下降，恰好相反，生活水平
随人口的增长而攀升。显然，这是新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的空前的劳动生产率使然。

16世纪以后英国高效率的增长，与此前经济增长具有本质区别。英国人口增长快，但经济
发展的速度更快。英国人口增长并没有像欧洲大陆一些国家那样形成经济发展的过重负
担，更没有像中国那样以高死亡率和低生活水准为代价。单单从人口增长数据看，英国快

于其他国家，但如果相对于人均产量而言，英国人口增长并不比其他国家快。在17世纪初

到18世纪初百余年间，人口较大幅度增长的同时，英国的实际工资也增长了36.5%[31] 。 

17世纪以前，除个别时段外，中国人口基本控制在一亿以内[32] 。17世纪中叶人口达到

1.5亿，此时开始清康熙王朝，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18世纪100年间，中国人口翻一番有

余，首次突破3亿，并且一反前代波浪式增长的态势，直线上升。19世纪中期达到4亿。所

以晚清薛福成讲：“户口蕃衍，实中国数千年来所未有”[33] ，并非夸大之谈。究其快速
增长原因，固然不能排除清王朝疆域空前扩大、户籍编审和人口统计制度强化、单位面积
产量和复种指数提高、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的引进等原因，同时更多学者将其主要归于清

王朝的租税政策。18世纪初康熙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及“摊丁入亩”政策无疑极大
助长了人口繁衍。人口增长，以及鼓励垦荒为中心之对策所引起的垦殖面积扩大，显然都
是量的扩张，并无质的提升，所以人口问题并没有像英国那样摆脱了旧生态体系的束缚

[34] 。相反，人口的过快增长及土地过渡开垦，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土地资源愈加紧

张，而这些问题都对20世纪中国农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总之，19世纪以前中国人口快

速增长，并非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而主要因清王朝的政策使然；英国19世纪前的人口快
速增长则是工业革命的一部分。 

再看英国的乡村教育。 

工业化以前，英国教育呈现出两个明显特征:其一，教育主要是教会、民间自愿团体、自治
机构及家庭的事业。“政府拒绝教育为国家经营的事业，学校皆由私人捐助或创办而成，
没有受国库津贴，学校设施没有由政府计划或规划，就是课程和训练也没有政府的管理和

监督”[35] 。迟至1833年，英国政府才开始以立法的形式，对教育进行干预，强迫家长送

子女入学，并拨款二万英镑建小学校舍。1870年，又根据枢密院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威廉•
福斯特的建议，颁布了著名的《初等教育法》，在整个王国内对5—12岁儿童实行强迫义务
教育，初等教育由此才开始得到全面普及。 

其二，形成事实上的双轨制。贵族、绅士和其他富裕阶层一般选择公学(public school)、文

法学校(grammar school)一类比较正规、条件优越、学费高昂的学校，接受较高层次的教
育，最终进入高等学府。相比之下，普通劳动者的子女限于经济条件，一般选择由宗教团

体、慈善机构或个人捐资兴办的初级学校，接受最基本的读、写、算的所谓“三R”教育和
宗教教义教育。初等教育几乎成为劳动者子女教育的代名词。 

上述特征，在工业化以前的英国乡村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自然也是笔者考察和评估英
国乡村教育的基本出发点。 

由于种种原因，工业化以前，英国乡村教育最重要的承担者是教会。出于传播宗教的目
的，教会对创办学校始终抱有特殊的兴趣，加之在中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僧侣几乎是唯一
掌握文化知识的阶层，所以教会学校和由教会控制的各类教学组织形式，长期以来一直成

为乡村居民获取知识的最主要的场所和来源。早在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上，就
通过这样一条法令：每个教堂都应当有一名教师，人选由主教决定。这是教会首次以法令



形式规定教师由神职人员承担并由主教指定[36] 。根据英国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教育与教
会的关系可上溯到更远的时期。西欧教育史专家利奇指出：“最初，英国教育乃是宗教的

产物，学校是教堂的一种附属物，校长是教会的职员。自598年至1670年，凡1100余年之
久，一切教育机关完全是在教会的统治之下。……教会法庭对于各学校、大学及学院等有

完全司法之权。而直到1540年止，一切教师学者都是牧师会吏之流”[37] 。此说无疑有过
于武断之嫌，但教会在教育中的特殊地位，确是事实。 

教会开办的学校无疑对乡村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方面宗教活动是中世纪农民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每个村民一生中几个最重要的时刻，如出生受洗、婚丧嫁娶等都离不开教

堂。在一年中，农民有52个礼拜天要去教堂作弥撒。在农民看来，对宗教是否忠诚和信
仰，意味着来日能否升入天堂。另一方面，教会学校大多数带有慈善性，实行免费教育，
开支也相对低廉。对于大多数生活拮据的农民子女来说，至少接受教育并非全然可望而不
可及。在中世纪农奴制盛行的时代，一个农奴的孩子进入教会学校，还有一项特殊的意
义，即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后，可能因此改变一生的命运：改变农奴身份，成为摆脱领主
各种屈辱性义务的自由人。最初农奴子弟的求学要求肯定受到制约，但不可否认，农奴子
弟正在逐渐挤入教会学校；在许多情况下，农奴们宁愿向领主交纳一笔钱以购得子女的教

育权。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以至引起领主的不满，他们纷纷向理查德二世（1377—1399）
请愿，要求国王制止农奴送子女去学校读书。但国会在1406年还是颁布了那项保证个人受

教育的法案:“每个男人或女人，不论其地位或条件如何，……均有权利送子女进王国内他

们喜欢去的任何学校学习”。[38] 农奴后代经过学校而步入高级圣职者不少，如著名的坎

特伯雷大主教一职，几次由他们出任:大主教温切尔西出身卑贱；雷诺兹是面包师的儿子；

齐切利原是农奴羊倌。[39]  

工业化以前的英国乡村，教会究竟创办了多少学校，我们很难做出准确的估计。但依据堂

区的数量，可以得到一个虽然模糊但仍能说明问题的概念。堂区（parish）是教会组织系统
的最底层，是教徒日常宗教活动的场所。堂区形成时总是以一个教堂为中心，连同周围一
定区域内的居民形成一个堂区。在乡村，一个堂区往往就是一个村庄或一个庄园。根据

1291年教会进行的一次教产清查，记录下的堂区数量是9500个。1371年，议会为实行以

堂区为单位的税收方案，曾估计英格兰与威尔士两地共有45000个堂区，但按照新的税收

方案实际征收的结果，只有8600个堂区，远远少于最初估计的数字。1529年，新教徒西

蒙•菲什估计的数字是52000个。1535年，教会教产清查委员会为整顿教会税收而进行“教

产大清查”时，确认堂区数量超过8800个，一说为8838个[40] 。上述数字，议会与西蒙

的估计显得偏高，可以排除。总的来看，从13世纪末到16世纪前半期，英格兰与威尔士堂

区的总数介于8600至9500之间。[41]  

接下来需要判断的是堂区在英国城乡的比例。一般说来，城镇人口密度高于乡村地区，堂

区相应集中。但考虑到工业化以前乡村人口又远多于城镇[42] ，二者堂区数量估计不会相
差太远。事实上，除人口很少的小村庄难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堂区外，但凡人口稍多的
村庄，便是一个堂区。按照这样的推测，如果乡村堂区能基本实行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
的法令，即每个较大的村庄或庄园就有一名主教指定的教师，那么英国乡村学校包括堂区
学校在内的各种办学组织，为数应是可观的。 

通过大主教对乡村堂区办学的积极态度，可以对教会办学数量抱相对乐观的估计。亨利六

世（1422—1461）在位期间出于对教会权力的约束，曾限制教会办学数量，结果激怒了教

会人员。1447年，坎特伯雷主教区有四个乡村牧师提出一份很愤慨的呈辞，言称从前国内
各地，除伦敦外，不知道有多少学校，现在大为减少。他们请求在自己的乡村开设学校。

他们的请求最终获得了准许[43] 。1695年，欧塞尔主教甚至提出，每个堂区都应设立两所

学校，分别为男女儿童提供教育，还要求14岁以前的儿童都应该入学。[44]  

一份来自伊利主教辖区的记录反映了1574至1628年前后剑桥郡南部乡村地区的学校数量。

学校大多建在大村庄里。在这60年间，有23个村庄一直有设施良好的学校，有17个村庄在

1600年前后都有一名教师。该主教辖区内的学校为当地村民子女入学提供了方便，因为学

校或是建在本村，或是建在相距不远的邻村[45] 。另据1563年考文垂郡乡村地区学校的记

载，教会在这里建有8所贫民小学，其中4所学校建在人口很少的堂区里。[46]  

关于教会学校的种类，教会出于传教目的及限于乡村农民生活条件，以声乐学校和初级学
校居多，并带有很强的慈善性。像这类性质的学校颇为适合乡村普通农民层次的需求，其

数量不仅多于其他类学校，而且一直在增加。在15世纪时，较以前增加3倍。从14 世纪到



宗教改革这段时间，大约增加了6倍。1500年约克郡主教区初等学校数量是贵族化文法学

校的3倍。[47]  

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自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基督教教义和道德——十诫、七圣事等
皆为必修课程。声乐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把男孩子们训练成唱诗班的歌手，教唱无伴奏齐唱
乐曲及更为复杂的赞美诗。再有就是基本知识技能的训练，层次较低，且不十分明确。据

1574年和1604年剑桥郡教会对乡村教师执教资格的规定，教学内容比较浅显和模糊:“教
以文法”，“教以基本文法”，“教以写、读、算”，“教以写和读英文”，“教孩子

们”[48] 。但从此类学校数量一直在增加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它受到普通农民阶层的欢
迎。普通农民阶层的子女大多便是在这类教会学校里获取最基本的识字教育。 

通过对教会所办学校的分析，似乎可以认为，就工业化以前英国乡村整体而言，学校对任
何普通农民都是开放的，而且学校数量也并非绝对缺乏。如再加上其他各种团体、机构和

个人捐资建校的数目，乡村学校数量会更多一些。玛格丽特•斯普福德通过对1500～1700
年剑桥郡乡村学校研究，也认为该郡农民有充分接受教育的机会。不过，事情并非那么简
单。 

《尼古拉•布雷顿对话》作于1618年，作品中乡下人对教育的看法，似乎证明农民对教育

不但心怀漠然，甚至不以文盲为耻。那个自以为是的乡下人说:“我们可以学耕地、耙地，
学种谷、收获，学剪枝，学打谷、簸谷，学扬谷、碾谷，学酿酒和烤面包。这一切岂是书
中所有。在乡下，我们要做的主要就是这些事情。除非我们做了法官，要把窃贼送上绞
架，或是凭一个男人的权利说出事情真相，那时良知和经验才教给我们一点知识”。如果

真的需要知识而自己又大字不识的时候，这个乡下人又辩解说:“即使我们不会写字，还有
教堂的神父和城里的先生来帮助我们。那些简单的事情，他们解决起来可谓轻而易举”

[49] 。当然，这个乡下人对教育的态度并非个别情况。 

大量资料同时证明，乡村教育落后并不完全是农民观念使然。相反，真正制约农民教育状
况的因素是生活水平。在工业化以前的英国，乡村教育与前述中国冀中的教育状况存在着
相似的现象，即农民对教育的态度与教育的程度与家庭经济富裕程度直接相关，而贫穷是
制约农民阶层教育程度的最大障碍。 

一般说来，下层农夫、雇工和茅舍农等阶层被认为是识字率最低的阶层。他们土地很少，
甚至无地可耕，解决温饱是首要的问题，供子女入学并不重要；子女在很小的时候便已成

了家中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和帮手，自然也难以保证持续的教育。1670年代，一个名叫威

廉•斯托特的人在回忆他幼年上学时的情形时说道:“我们到了10岁或12岁这个年龄时，离
开学校（去干农活）是极平常之事，特别是在春秋季节和需要耕地、铺草皮、收干草、收
谷的时候，我们要照看羊群，帮着犁地，跟车采集苔藓，晒干草，割谷等等。……所以，
我们的拉丁文水平鲜有起色，冬天学过的东西到了夏天便忘光了。教写字的老师多在冬天

来博尔顿，我们也就是在冬天学会写字的”[50] 。1807年，拉姆齐附近地区一个只有一块

耕地的磨坊主的儿子也生动描述了当时农民子女上学的情况:“在整个夏天那几个月，大一

点儿的男孩们……都得离开学校到田里去干除草等一类的农活……我到了9岁的时候，看到
伙伴们在干活，而自己仍在上学，心里很惭愧。一天早晨，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田里一些
人在干活，我听到其中有个人说，‘瞧那个傻瓜，还在上学，他真该干活养活自己

了。’”从此以后，这个男孩儿为了不惹别人注意，每次上学都躲在沟里走。12岁时他离

开了学校[51] 。在英格兰东部地区，16和17世纪时，农场主的土地一般都需要孩子做劳动

力，所以即使当地有学校，家长也不愿意让孩子们去上学。托马斯•泰恩是牛津郡乡村一个
泥水匠的儿子，泰恩称他的父亲是个“诚实和蔼的人，名声很好”，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
们将来能过上另一种生活，但因孩子太多，经济困难，不得不让他们早早就去干活”。托

马斯•凯尔顿是农夫之子，他的父亲虽然支持他上学，但也只能让他在耕作之余读书[52] 。
普通农民阶层教育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这种情况难以代表农民阶层的全部。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也得到越来越多农民的

认同:能接受一点教育终究不是件坏事。尤其进入 16世纪以后，农民的生产经营与市场的
联系进一步密切，需要对投入、产出、利润加以核算，农民对文化知识的依赖性不断加
强，对教育表现出的自主性也在提高。个别地区农民对教育的热情与投入甚至令人感到惊

讶。威灵汉姆是剑桥郡沼泽区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村庄，1575年，村庄的村民主要是28户
拥有半雅得土地（13—23英亩之间）的公簿持有农。根据记载，该村直到1580年才有了一

名教师。1593年，在堂区主持人威廉•史密斯的倡导下，全村共有102个村民合计捐款102
磅7先令8便士建立了一所学校。其中，威廉在任期内（1586——1601）每年捐1英镑，有

5人捐款超过2英镑；16人捐款在1镑以上至2镑（包括2镑）之间，有14人分别捐了1镑。



余下者都少于1镑。在这些捐款人中，持有半雅得土地的公簿持有农有13人捐款在1镑以上

至2镑；有6人捐一镑。全村几乎所有半雅得地公簿持有农都捐了款，而且是村中捐款最多
者。这些人所捐款项平均起来相当于两年的土地租金。如此肯掏腰包，一方面可能因为他
们的确富有，但尤其表现出对教育的热切。来自其他人的捐款情况，尤令人为之动容。亨

利•贝德尔是半雅得公簿农之子，仅持有3.5英亩土地，他捐献了10先令2便士；马修•尤登

是个茅舍农，为供养5个孩子，承租了一块地，他捐了4先令；还有一些茅舍农，如威廉•里
德利、西蒙•比斯尔和威廉•海恩斯等，他们既无地可耕,家中也没有什么财产,总共捐了8先
令或10先令。 

该学校一直到1876年才被关闭。这所学校属于什么性质，资料中没有说明，大概属于层次

较高的学院预备学校，所提供的教育也很充分。该村一位“绅士”的儿子亨利•克利斯伯从

该学校毕业，于1627年进入剑桥盖厄斯学院（Caius）；剑桥市一位叫詹姆士•德拉克的律

师舍近求远将自己的儿子送到这所学校，再转入著名的伊顿公学（Eton），1685年进入剑
桥盖厄斯学院。 

更令人感兴趣的，还是该学校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普通村民的识字水平。这份资料显示，

1593年该校成立时，捐资的村民中有3/4的人不会签名；80多年后即1677/8年，在一份关

于威灵汉姆公共管理协议上，共有95人在上面签了名字或画了标记，而签名者不少于70
人，占74%[53] 。如果把那些未在协议上签名的户主也统计在内，而且不排除他们当中也
有会写自己名字的人，估计该村有一半左右的人会识字写字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学校为该

村培养了一大批识文断字的村民。[54]  

英国富裕农民即约曼阶层的教育状况十分引人注目。约曼Yeoman（复数写作Yeomen，总

称为Yemanry），通常被音译为约曼或意译为自耕农。约曼的真实身份历来存有争议，到
近代早期，较为稳妥的观点认为，约曼原指自由身份的年轻人或履行荣誉服役的侍从，但
到中世纪晚期，约曼一词主要变成了一种经济标准，也就是说，约曼泛指任何殷实的农
民，不管他是自由的自耕农、公簿持有农，还是一个维兰。约曼的经济条件及社会地位，
使其普遍有一种相对于其他农民阶层的优越感，要求自己的孩子应该受到“与他们的地位

和职业相称”的教育[55] 。资料显示，那些比较正规、条件优越、学费高昂，但同时能体
现一个人的身份的学校，如文法学校、各种寄宿学校和公学等，对约曼阶层颇有吸引力。

许多约曼子弟都选择进入这样的学校。请看著名的圣•埃德蒙多学校1656年的注册登记所

反映的学生身份情况[56] : 

①贵族          ５２％ 
②教士／专门职业者    １７％ 
③商人          １６％ 
④约曼          １５％ 
⑤农夫          ０ 

科尔切斯特文法学校1636-1645年学生注册登记，该校165名学生的社会来源情况为: 

①贵族          ３１％ 
②教士／专门职业者    ２０％ 
③商人          ３７％（包括一些手工业者和织布工人） 
④约曼          １２％ 
⑤农夫          ０ 
⑥雇工          0 

按照一般估计，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大约有600-700所文法学校，数量

客观[57] 。早期文法学校的共同特点是偏重古典学科，如“七艺”（文法、逻辑、修辞、
算术、天文、几何、音乐）、拉丁语（要求会说、会读、会写）以及研习有关拉丁文作

品，贵族气息极为浓厚。16世纪以后，受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文法学校课程

有所改变，尤其进入17世纪后，除保留拉丁语等古典学科外，普遍增加了数学、地理、历
史、科学常识等有关学术和实用课程，显然是较为系统的、高层次的教育。当然，文法学

校的费用相对昂贵。一个绅士家庭寄宿生的开销每年预计为18英镑，再加上12英镑衣物

费；而一个约曼子弟不包括衣物费每年也要花费4-6英镑[58] 。后者相当于一个雇工半年收
入和一个茅舍农一年收入，不是普通农民所能承担的。 



约曼作为乡村中的殷实村民，其文化水准也进入了一了崭新的层次。剑桥郡奥威尔地区一

个约曼家庭三代人的教育史,可以加深我们对约曼阶层教育状况的认识。尼古拉斯•约翰逊

被人们称为约曼，他死于1601年。长子托马斯，生于1570年，后来进入著名的格瑞法学院
学习法律。托马斯的两个弟弟亦识文断字。毕业后托马斯凭借良好的法学知识，成功地经
营了一大块地产。他还因买了一套颇为新潮的服装而受到非议，可见很有个性。托马斯的

儿子内威尔先是进入剑桥市的一所学校，1623年进入基督学院。托马斯本人1622年去世
时，人们已经称呼他为“绅士”。托马斯把所有的书都留给了内威尔。内威尔把自己的长

子送到赫特福德的一所文法学校读书，到1649年也进入基督学院。内威尔的四子约翰先是

进入一所公学，再于1661年进入基督学院，后来还当了沃灵顿的堂区主持人[59] 。约曼不

仅上学，还有人办学，约翰•林恩就是这样一个约曼。林恩本人无子，“出于善心”，他用

积攒下来的钱办了一所文法学校，聘请了一名教师兼办事员。该校纪律严明,实行淘汰制：

林恩提出在一年岁末之时,如果学生不能在学习方面表现出应有的天资,应该退学。[60]  

约曼的文化水平还反映在其藏书方面。根据约克郡彭尼斯顿地区一个约曼亚当•埃尔1646-
1649年日记所述，他不仅为邻居代写书信、契约、请愿书等，还有一所私人图书室，供本

地约曼免费借阅。亚当未说他究竟有多少藏书，但从其提及的其中14本书，完全可以看出

他的阅读品味。有9本为宗教和半宗教性质，包括当时最畅销的福克斯的《殉道者》和各种
布道书、宗教纪事等；还有两本历史书：罗利的《世界史》、《欧洲状况》；其他有米切

尔•多尔顿的《国家正义》、伊拉斯谟的《愚人颂》；有关占星术之类的书有3本。像亚当
这样有藏书的约曼不在少数。在约曼的遗嘱中，提到最多的当属《圣经》。其他如《殉道
者》和索尔兹伯里主教朱厄尔的《作品集》，以及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卡尔文的

英文版《基督教要义》等，也是约曼阶层所喜爱的书籍[61] 。由于他们有较好的基础教

育，所以剑桥、牛津这样的高等学府都可以发现约曼的后代：1630年剑桥盖厄斯学院新生

注册，25%的新生来自约曼、农场主、农夫、平民以及其他中产者。与之同时期的圣•约翰

学院，在117名新生中，有24%的成员也来自同样的家庭背景[62] 。1567-1622年牛津大

学学生登记薄上也有类似记载。[63]  

资料表明，约曼阶层的识字率要远远高于其他农民阶层。下面是1700年以前剑桥郡威灵汉

姆、奥威尔和米尔顿三个乡村地区遗嘱签名情况对照表:[64]  

表2-6 1700年前英国三地遗嘱者身份及签名（或做标记）情况 

地名|约曼及其以上阶层|农夫|雇工|手工业者|女性|职业不详者|合计 
威灵汉姆|21/39|3/33|0/25|6/30|1/29|0/15|31/171 
奥威尔|3/13|3/15|0/5|2/6|2/10|1/6|11/55 
米尔顿|6/9|1/9|0/6|0/4|1/4|2/6|10/38 

表中每栏数字内容为：签名/做标记 

表2-7 1700年前英国三地约曼和其他阶层遗嘱者签名情况 

地名|约曼|非约曼阶层|所有立遗嘱者 
威灵汉姆|60|35|142|7|202|15 
奥威尔|16|19|50|16|66|17 
米尔顿|15|40|33|12|48|21 
合计|91|33|225|10|316|16 

表中每栏数字内容为：遗嘱总数/签名者所占百分比 
资料表明，约曼识字率明显高于乡村其他阶层，而男性又明显高于女性。根据1580-1640
年诺福克和萨福克两郡女性遗嘱证人的抽样统计，女性差不多全是文盲。不过，女性识字

率在不断上升，进步明显。1580-1640年，男女识字率之比大约为1:8；17世纪末，变为

1:3。到18世纪，差距进一步缩小。1800年，会签名的男性比例稳定在60%，而女性则上

升到45%。[65]  

最后，看一看工业化前英国乡村及全国识字率的总体情况。托马斯•莫尔（1478-1535）估



计，16世纪早期，英国有50%-60%的人具备阅读能力；当代作家R•杜伯莱认为15世纪

时，英国能阅读的人口占30%，到1530年达到40%左右；戴维•克雷西通过对1580-1639
年伦敦东郊两个地区的研究，发现有48%的人能够读写[66] ；劳伦斯•斯通认为，1560-
1640年是英国教育膨胀时期，出现了教育革命。按他的估计，到17世纪中叶，英国全国男

性识字率平均为30%。斯通同时强调了各地的不平衡，如北方乡村地区识字率仅在15-
20%之间[67] 。克雷西的研究认为，17世纪中叶，除伦敦和萨福克以外，没有一郡的男性

识字率超过38%或低于27%。[68]  

上述估计，托马斯•摩尔估计的数字略显偏高，其他均大体相近。前述威灵汉姆、奥威尔、

米尔顿三地农民遗嘱签名率为16%的情况与斯通对北方乡村识字率的估计也大致吻合。综

上所述，并考虑到城乡差异、时间变化，估计17世纪中叶英国民众识字率为30%的判断似

乎不为过，甚至略显保守些。18世纪的一些统计也可以证明这一判断大致可信。如根据

1754年英国全境范围内进行的涉及274个堂区的结婚登记抽样资料，男性识字率为60%，

女性为35%，平均为47.5%[69] 。到1770年，农村男子能读写的人已经占50%[70] 。这
样高的识字率显然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非朝夕能至。 

20世纪4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曼和安德森使用统计学的方法，对5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

的民众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横向对比研究，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除人均收入达

到300美元、识字率至少达到30%以上，才有可能实现经济起飞[71] 。鲍曼并没有谈到英
国的工业革命，但前文所述英国工业化以前民众识字率与鲍曼和安德森的估计竟是吻合
的，这似乎不完全是一种巧合。 

比较中国冀中乡村教育状况，其间差距不难发现。20世纪30—40年代，冀中人口识字率为

13.5%，而英国尚在工业革命开始一百年前的17世纪中叶，乡村人口识字率已达15—20%
之间；到工业革命开始后的1770年，英国乡村男性识字率更是达到了50%。 

不能排除英国教会及其学校对普及初级教育的作用，然而工业革命前中英乡村劳动力素质
的差异似乎不能完全归因于此。其实在前工业化时期，英国也经历了劳动力低识字率那样
的阶段。如前述及，那样的识字率是与农民拮据的经济生活、农业需尽量利用闲置人口的

情况联系在一起的。即使至1700年，如前面剑桥郡威灵汉姆等三个村庄遗嘱签名资料所

示，来自农夫、雇工和茅舍农等中下层乡村人口的识字率也仅有10%，甚至低于清苑地区

的13.5%。这表明，村民的富裕程度无疑是村民教育水准的基础，当然还须有文化积累、
宗教人文环境等一系列其他社会条件。依笔者见，英国工业革命前总体较高的识字率似乎
主要归因于一个特殊的农民阶层，就是中国农村不为人知的富裕农民——约曼。如前所

述，英国进入16世纪以后，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是约曼阶层的迅速崛起。凭借其雄厚的经
济实力和众多的人数，他们很快成为一个介于贵族与普通农夫之间的强有力的“中间等
级”，同时成为整个农民中接受教育比例最高、受教育程度也最高的群体。正是靠这一富
有的约曼阶层的存在，才改变了英国工业化以前乡村教育状况的整体面貌。仍以前述剑桥

郡威灵汉姆等三个村庄的识字率为例，如果不是约曼阶层那高达33%的识字率，就不会弥
补当地中下层村民较低的识字率水平，也就无法解答一部分农民阶层识字率低但整体识字
率较高这样一个事实。 

反观冀中地区，由于受分家立户等析产习惯的影响，也出于对“土地平分”和“抓壮丁”
的担忧，富裕农民家庭深受冲击，始终处于动荡之中。每次分家立户，立即使一个原本财
产可观的富裕家庭走向瓦解，财产变得微不足道，甚至重新回到贫穷的起点上。中国农村
没有孕育出领先富裕起来的农民群体，同时也就不会出现素有一定文化和素养的“约

曼”。依清苑1930年、1936年、1946年三个时点上的统计资料，当地人口中具有中学文

化程度者只有0.48%，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为0.37%，高中文化程度者为0.11%，能够接
受大学文化程度教育者尤属凤毛麟角，一万人中才有二人。至于英国农民受教育的程度，
虽然因缺乏相关资料而无法做出像清苑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那样细致的统计，但从约曼人
数之众多、经济之富有、对自身身份之特殊的认同与刻意维护、对较高层次教育的强烈追
求，以及来自一些文法学校、学院和大学入学率的个案统计，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他
们当中能够接受较高层次教育的人数比例不会太低。而且，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推认，两国
教育状况的差异，已经不再单纯是识字率的高低这样一个简单的统计数字问题，以不同的
生产方式、不同的社会交往方式和不同的观念、语言为背景，两国人口文化素质在层次、
结构上已不再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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